遇见远古人类的“美好生活”
远古人类是怎样与自然相处的？他们如何获取、利用资源？他们的脑袋里有哪些奇思妙想？他们也爱美吗？也创作艺术作品吗？多年来，我国考古学家在多个重要遗址开展研究。伴随着考古科技手段与理论的不断进步，这些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让我们对远古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有了更多了解。
旧石器时代，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地质时代属于上新世晚期到更新世，从距今约三百万年前到一万年左右为止。1921年，中外学者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及其周边地区开展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共发现27个地点，其中包含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地点共10个。在第一地点和山顶洞遗址，出土了多个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和丰富多彩的古人类遗存，这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此后，众多中国考古学家致力于在多个重要遗址开展工作，为重建远古人类的资源开发、环境认知与适应等生活细节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打制石器
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也是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最重要的研究材料。早在1920年，我国甘肃庆阳北就曾发现一批打制石器，包含一件石核和两件石片。尽管在发掘过程中，对具体层位、伴生物等均无详细记录，对此开展的学术研究有限，但这一发现拉开了我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序幕。
在我国，系统的石器研究开始于北京周口店遗址，该遗址的发掘在推动中国旧石器时代学术队伍的建立和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中国第一代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我国著名考古学者裴文中于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发掘工作，他创造性地设计了石英和砂岩的模拟打制实验，并通过与发掘的材料进行对比，考察了古人类在石器加工中对砸击技术的使用。
裴文中于1985年出版的《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经典之作，是打制石器类型研究的一个范本。
我国著名考古学者贾兰坡于1931年到周口店遗址协助裴文中发掘第一地点，并在裴文中赴法留学后主持发掘工作。贾兰坡从石器、骨器等层面对北京猿人的行为特征进行研究，领衔完成《周口店发掘记》等著作，并提出华北地区“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与“匼河—丁村”两大旧石器传统等理论研究。
此后百年，几代从事旧石器时代相关研究的考古学者东奔西走，足迹遍及全国，一手考古材料不断积累，由点及面。目前，研究者对中国已开展的旧石器时代石料开发策略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发现中国境内史前人类的石料开发策略存在明显的时空变化。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受制于较小的人群活动范围以及较低的人群流动性和环境认知能力，古人类就地取材，采集遗址附近的脉石英、石英岩和质地普通的燧石为主要原料，开发距离范围不超过10公里。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对于石材的认知出现明显提升，不同区域的石材类型呈现明显的地域特色，通过对周口店15地点、灵井下文化层、陇西黄土高原遗址、泥河湾盆地、丁村遗址、乌兰木伦遗址等进行系统研究，学者们发现远古人类会选择性的采集脉石英、燧石、火山岩或石英岩等各具特色的不同材质来制作石器。
这一时期古人类会有意识地选择开发遗址外围的优质材料并调整加工策略来更好地适应环境现状。然而优质燧石只在部分遗址出现，未占据主导。
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远古人类开发的石器类型更为丰富，出现更多黑曜岩，此外，燧石、玉髓、硅质岩、火山凝灰岩等石材占比也显著提升，特别是北方地区的石器加工中，上述优质石材占到极高比例，显示了北方地区人群的流动性明显增加。其中图们江流域、青藏高原及周边区域史前遗址中的黑曜岩等原材料的最大开发距离可达数百到上千公里。研究显示，远古人类对石材的利用采取更为经济的使用策略，用来应对供需矛盾，例如使用就地取材的脉石英、石英岩主要制作权宜性石器，而用远距离开发获取的优质原料来制作细石器等精致石器。
2.民以食为天——远古人类吃什么
研究表明，在距今4万年到1万年的更新世晚期，地球气候和环境变化极为频繁，出现多个千年尺度的气候波动。来自中国黄土高原风成沉积、南方高分辨率石笋等记录均显示，这一时期气候的不稳定性普遍存在于东亚地区。众所周知，早期人类的文化与生存方式受到自然环境变化的强烈影响，古人类赖以生存的动植物资源随周边环境变化也会相应发生改变。
为应对这一时期可能存在的人口规模的急剧增加，以及突如其来的全球性冷事件（如新仙女木事件）的影响，远古人类可能采取了不同的适应生存策略，例如食谱范围拓展、资源利用强化、迁徙领域扩大、技术装备更新等。人类的猎食范围从早期的大型猎物占主导地位过渡到快速型小动物大幅增加，也会食用一些鱼类、贝类、坚果、根茎和草籽等。人类食谱范围的扩大化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广谱革命”。这一理论也为解释远古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经济向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框架。
“广谱革命”的迹象在我国的众多旧石器遗址中多有发现，动物考古学研究显示，在宁夏水洞沟遗址时代较晚的第12地点（年代距今10500年左右）中，出土了大量的野兔和鸟类骨骼，所占比例达61.07%，并且在骨骼表面存在切割痕迹和烧烤痕迹，而相对的在年代较早的第2地点和第7地点（距今27000年左右）则几乎不见野兔和鸟类骨骼。这表明远古人类已经开始大规模开发回报率较低但相对稳定的肉食资源。相应的，在中国南方马鞍山遗址下文化层中，体型较大的动物占据绝对数量优势，达到约63.78%；而上文化层则是体型相对较小动物的数量明显更多一些，约为76.35%。这一现象说明,相对于下文化层而言,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的史前人类开始更多地以体型较小的动物为其猎捕对象。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中食谱拓展的另外一个证据则是来自于史前人类对小型哺乳类动物和鸟类的猎捕与食用，特别是其中居于绝对数量优势的竹鼠占所有小动物可鉴定标本数的79%。这些都为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的“广谱革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环境变化研究显示，这一时期的转变可能与气候变化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其驱动因素可能是这一阶段人口规模的增加及其带来的持续压力。
3.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远古人类也用装饰品和颜料
接下来，我们再来考察远古人类都有哪些精神生活。装饰品、雕像与岩画、岩刻，同属于旧石器时代艺术的范畴。有学者提出与之相关的象征行为的起源来自大脑的进化和基因突变，并尝试从心理学和认知学的角度探讨远古人类的思维模式和演化过程，并认为这些行为是促使人类迈向“现代行为”的重要途径。因此，探索远古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助于我们揭示不同地区不同的文化起源与发展轨迹。
装饰品是反映人类象征思维的非实用人工制品，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在行为和思维的进化上出现了巨大的飞跃。作为有抽象意味的可移动艺术，装饰品具有重复性高，分布广泛的特点，它能够承载更多关于人类社会活动的信息。这些装饰品持久耐用、标准化、可流通、易重组，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们在人类社交和经济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用来指示早期人类社会的贸易网络。
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了众多的装饰品遗存。1933年至1934年，裴文中主持发掘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贾兰坡等参加了发掘工作。他们在发掘中开展技术改革，详细记录地层与遗物信息，绘图、拍照，为深入研究和复原山顶洞人的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出土的穿孔砾石、石珠、穿孔兽牙等多达141件装饰品，距今约29100年到10470年前，选料丰富，加工精细，显示出远古人类的审美追求。
此外，在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1、2、7、8地点发现的鸵鸟蛋皮串珠，距今31000年到25000年；在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现的穿孔兽牙坠饰和骨质装饰小圆盘，距今60000年到20000年；在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出土的蚌壳质、鸵鸟蛋皮以及骨质制品，距今24950年到11350年，等等。这些材料的发现在早期研究中多侧重强调其艺术性以及体现古人类的审美能力。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科技分析手段被用来研究装饰品的制作工艺、穿系方式等，例如学者对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附近采集的鸵鸟蛋壳珠进行了同步辐射显微CT分析和三维建模，判断这些鸵鸟蛋壳的种属，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旋转钻孔工艺，使我们更加充分详实地了解古人类的技术手段。
考古研究发现，对颜料的使用具备艺术、审美的象征意义和实际生产生活功能，研究者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就发现过远古人类在有的装饰品上用赤铁矿石进行染色的现象。近年来，学者们应用更多科技手段，如拉曼光谱、偏光显微、能谱分析，对新近发现的距今4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下马碑遗址、距今约1.4万年前的广西中山遗址和娅怀洞遗址等出土的土赭石样品开展了科学分析，为揭示中国南北方远古人类对赭石原料的认知能力，及其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提供了更多科学依据。
4.远古人类的文化遗产——岩画与岩刻
近年来，研究者已经深刻认识到 岩画是全球范围内一笔持续时期极长且数量极为巨大的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早期的“全球性图像语言”，在不同区域、时代中具有深层次的共性。今天被人们发现的岩画遍及世界五大洲中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欧洲、非洲、亚洲。我国至少存有约十万余幅古代岩画，遍及大江南北。以往对于岩画的研究，测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2022年，科学家通过铀系测年测定东亚大陆最古老的彩绘岩画——金沙江岩画最早绘制于13000多年前，首次确认我国保存有旧石器时代彩绘岩画，揭开了中国有高精度测年的旧石器时代彩绘岩画发现与研究的序幕。
随着更多考古遗址的发现和先进科技手段的应用，会有更多重要的研究领域取得突破，远古人类的生活图卷将得到更多展示。


